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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近50万件（册）徽州各类

契约和文书中，法律文书以其丰富的

内容、多样的类型和极为可观的数量，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法律文

书不仅包括明清徽州一府六县（即徽

州府的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

和绩溪）地方官府的行政法规性文书，

而且还包括官府和民间抄存的诉讼文

书案卷,属于民间法范畴的族规家法、

乡规民约以及讼师留下的各种秘不示

人的诉讼秘本文书。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徽州法律文

书并未引起法学界和史学界应有的重

视。实际上，作为明清时期徽州司法工

作和民间社会、经济与文化活动留存

下来的最原始文字记录，徽州的法律

文书直接而真实地反映了明清时期国

家制定法在徽州民间施行和运作的真

实状况，对研究中华帝国后期国家制

定的成文法在民间实施和运行的实际

状况，具有极为典型的学术价值。对这

些珍贵的法律文书进行分析和探讨，

无疑会弥补和充实中国法史研究中动

态运行的状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法史学界关于中国法史研究只重法

律条文制定和调整、不重法律实施效

诞辰。忠贞勒鼎，功德在人。笙歌迭奏，

椒酒竞陈。敬祝无疆， 禄永申。尚

飨。”

这里的王祖（即汪华）形象是一个

多面的复合体，它既是国家正祀的典

范，享有当地官员的祭祀和特定的祭

费，又是乡绅精英人物笔下正义凛然的

英雄；既是汪氏宗族无数裔孙念念不忘

的先祖，也是当地庶民百姓所依赖的血

食父母。显然，汪华已成为徽州被成功

神化的典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这

种对于乡土神灵的祭祀，又往往受到世

俗的多重影响，糅合了许多光怪陆离的

地方性知识，从而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

民间信仰。在民国《黟县四志》中记载，

该县“七都有游太阳降童一事，仅述其

流，未考其源”。在这种民间信仰活动中

所举行的仪式多是荒诞不经的民间巫

术，如“以保苗童子前驱斧，额 血，若

方相氏，四目扬盾，郁垒神荼，斧秉钺

者，然神即会集，煎油大釜，辄下豆腐”，

以豆腐为害苗虫的象征，认为“系彼土

神或可残除殆尽”。按照巫术的相似法

则以及感应法则，来驱走害苗虫。这里

的汪华形象又被纳入了巫术精灵的范

畴。

其实，在徽州的乡土社会中，祭祀

何种具体的神灵并不重要，它们能带给

人们什么样的实惠和利益才是最重要

的。徽州流传下来的祭祀文书既是我们

研究徽州民间信仰的重要文献资料，同

时也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徽州社会的一个

重要渠道。

———————————————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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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功牌、谕单、通知书、关防、批

文（对民事请求批复）、宪牌、信牌、仰

牌、限单等被归入官府文书的政令类

子目；门牌、保甲单、保甲牌、户口册、

保甲长委举合同等被纳入官府文书的

保甲与户籍类子目；诉状、禀状、催状、

投状、批词（官府对诉状呈词批示）、会

勘纪录、传票、拘票、追捕通缉牌票、

甘结（诉讼双方对会勘审判的具结文

字）、审单、勘审议墨、供状、判词、呈

文（向上级官府呈送案件审判报告）、

奏议等被编入官府文书的诉讼类子目；

有关乡规民约、服罪甘罚文约、劝息

约、劝息杜讼文约、同心赴讼合同等则

被归入社会关系文书类的子目之中。

严桂夫在其主编的《徽州历史档

果的不足与缺陷。

徽州法律文书类型划分的几种不同

标准

关于徽州法律文书的分类方法，

不同学者和徽州文书收藏单位往往根

据自身专业研究的兴趣和实际收藏情

况，使用不同的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钰

欣、罗仲辉等在其编纂的《中国社科院

历史所收藏编纂徽州文书类目》（黄山

书社，2000年版）一书中，从历史学的

角度，对徽州文书进行了分类，具体包

括土地关系与财产文书、赋役文书、商

业文书、宗族文书、官府文书、教育与

科举文书、会社文书、社会关系文书和

其他文书共9大类。

其中，法律文书被

分别纳入了上述 9

类的子目之中。如

司法活动包括签票、

移文、验单、牌文、

帖文、禀文、呈文、

咨文等被编入官府

文书的公文类子目；

告示、照会、札文、 清康熙十六年十月休宁金阿王卖地赤契及收割税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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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总目提要》（黄山书社，1996年版）一

书中，先从历史学角度，把徽州历史档

案分为宋元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两大

时段，然后再根据档案学的原理，将宋

元明清时期的徽州档案分为政务、宗

法、文化、土地、赋税、工商、邮政和

方志8大类，把民国时期的徽州档案主

要是歙县历史档案划分为政务、经济、

财政金融、军事、司法、民政、教育、

文化、卫生、邮电交通和宗教10大类。

这样，除民国时期的徽州历史档案独

立有司法类之外，宋元明清时期徽州

历史档案中的法律文书档案则完全归

附于除方志之外的其他7大类型之中。

熊远报在《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

研究》（日本汲古书院，2003年版）一

书中将徽州诉讼文书归纳为3种类型：

即（1）诉讼过程中的原件文书，由地

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归档管理，

成为官府诉讼档案；（2）诉状的草稿以

及民间抄录并保存的相关诉讼文书；

（3）诉讼当事者在结案后，向官府提出

请求，依照原文书抄写，并盖有官印的

二次文书，即抄招给帖。

阿风在熊远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按照徽州诉讼文书的存在形态，将明

清时期徽州的诉讼文书分为官府文书、

合同文书以及民间文书3大类。同时，

阿风还按诉讼过程将徽州诉讼文书划

分为状词（告状、诉状、禀状、催状、

投状等）与批词（批语）、立案贴文与

票稿、传讯票（拘票）、勘案结状与复

命禀文、保状、提讯名单（点单）、供

状与堂谕（看语、审语）、甘结（结状）

和其他（和息状、验伤结状、官府往来

公文等）9种类型（阿风：《明清徽州诉

讼文书的分类》，载《徽学》第五卷，安

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郑小春在《明清徽州的诉讼文书

研究》（其2007年安徽大学历史文献学

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中，也将明清徽州

法律文书中的诉讼文书进行了分类。

他把明清徽州的诉讼文书划分为互控

文书、审判文书、干证文书、息讼文书

和案卷文书5大类别，并着重就其内容

和样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阐释和

分析。

以上是学术界关于徽州法律文书

分类的基本情况，尽管各种分类方法

看起来都有其可取之处，但除诉讼文

书和所谓的司法文书之外，其实并没

有将徽州文书中较有价值的法律文书

单独分类。即使有所注意，也只是在二

级或三级子目中标明，且很不科学。正

是这样一种局面，使得明清时期徽州

法律文书虽然极有研究价值，但一直

未能受到法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徽州法律文书的类型和内容

事实上，历史上徽州文书中的法

律文书，若按照传统的中华法系来划

清咸丰九年九月婺源沱川余氏诉讼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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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话，应当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分类

法。传统的户婚、田宅、债等文书，都

可视为是广义的法律文书；而狭义的

法律文书实际上是专指司法诉讼活动

中所形成的各种规范的文书。

为了给法史学者提供徽州法律文

书利用上的方便，我们谨尝试着从广

义上对明清徽州法律文书进行粗略的

分类，并简要地阐述其基本内容：

1．地方行政法规类文书

徽州地方行政法规类文书，是指

各历史时期徽州地方官府为行使行政

治理职权、开展地方各类工作与活动

而制定和颁行的包括告示、禁令等在

内的各类法律文书。这类法律文书原

则上属于地方行政立法的范畴。我们

在浩若烟海的徽州文书中发现，此类

文书的数量极其繁多，内容也非常丰

富，它包括历史上徽州府和府属六县

以知府和知县名义发布的各类地方性

行政法规，其中既有地方政治、经济和

社会治理方面的立法文书，也有教育、

文化类立法文书。这类法律文书始自

宋，终至民国时期，其中尤以明清时期

居多。

2．诉讼类法律文书

诉讼类法律文书是徽州法律文书

中最为重要、也是留存数量相对较多

的一类。这类法律文书根据现代法学

理论，大体上可分为民事诉讼、刑事诉

讼和行政诉讼三大种类。相对来说，告

争田地山场的民事诉讼文书又较刑事

诉讼文书为多，如《明万历十五年祁门

谢荣生告谢大义骗产状文》、《清乾隆

二十一年祁门谢中和具投谢开侃惊冢 清乾隆四十六年三月黟县正堂告示

清嘉庆十一年四月徽州知府打击拐卖妇女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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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命事状》等等。至于行政诉讼，最典

型的要数清光绪八年（1882年）休宁县

项元杭控告公差金涛、汪珍“黑夜围

门⋯⋯拆屋殴锁”等“法乱无章”、骚

扰无辜村民的诉讼（原件藏安徽大学

图书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书许

多是由诉讼当事人或其家族为记录诉

讼过程、警醒子孙后代而专门誊录或

刊印的。

3．官府司法类文书

这类法律文书包括徽州地方官府

为处理诉讼活动而出具的札、传票、拘

捕令、通缉令、勘察报告（民、刑）、调

解书和判决书等，如《明弘治九年徽州

府为霸争风水给祁门李溥调解合同》、

《明隆庆四年徽州府缉捕吴伯起传票》

（以上两件原件藏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和《明崇祯六年江宁县为徽商王竹被盗

缉拿雇工谢尚念通缉令》（原件藏安徽

省图书馆）等，都是明清时期徽州各地

官府司法文书的最基本类型。该类法律

文书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归入诉讼类

法律文书的范畴，但为了同原、被告的

起诉状和应诉状等法律文书相区别起

见，我们还是单独将其分为一类。

4.证据类法律文书

这类法律文书包括田宅买卖、租

佃、典当和借贷等方面文书。

田宅买卖文书就广义而言，可以

归入法律文书之证据类文书范畴。根

据《大明律》和《大清律》等相关条款

规定，田宅买卖文书本身就是田宅这

一不动产产权交易的最基本法律凭证。

如《大明律》“典买田宅”条就规定：“凡

典买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仍追田

宅价钱一半入官；不过割者，一亩至五

亩，笞四十，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

若将已典卖与人田宅，朦胧重复典卖

者，以所得价钱计赃，准盗窃论，免刺，

追价还主，田宅从原典卖主为业。”《大

清律》的规定大体与《大明律》相同。

从《大明律》和《大清律》关于田

宅买卖的相关规定条款来看，显然，

明、清时期，田宅等不动产买卖是必须

经过若干法律程序的，否则，将被视为

无效。正是法律的这些规定，使得明、

清时期的田宅买卖文书系统而规范，

从卖主立卖契、推单，到经过官府税

契，再到依附在田宅之上的赋税徭役

清康熙二十八年六月祁门县康百老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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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的过割转移，整个一套田宅产权

转移的法律程序方告完成。由此而形

成的卖田宅赤契、推单、官府税契凭

证、割税或退税票等产权文书，构成了

田宅买卖最为规范而完备的产权转移

的法律文书。徽州文书中，类似的完整

田宅买卖法律文书还有不少留存，它

为我们分析和探讨历史上徽州及中国

田宅产权转移的法律程序，提供了最

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至于明、清时期出现的复杂的田

宅产权转移法律文书，如田宅产权非

一次性卖断的活卖契和一次性卖断的

杜卖契、绝卖契、永卖契等，以及活卖

的找价契，田皮、田骨分别买卖的各种

所谓的大买契、小买契等，都构成了明

清时期徽州田宅买卖法律文书的重要

组成部分。

田宅租佃文书以田地、山场、宅居

和店铺等不动产为标的。自宋以来，徽

州租佃关系就十分繁荣，围绕租佃关

系的文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种类繁

多。举凡自由租佃关系、非自由租佃关

系特别是佃仆制等，在徽州各类租佃

关系文书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这类田

宅租佃文书，涉及永佃权、地租收入、

地租交纳、附加条件等相关内容，在

“空口无凭，立字为据”的宋、元、明、

明嘉靖二十八年祁门三四都詹天法合同议约
清康熙三十年二月休宁县粮户完粮执照

明天启崇祯年间休宁潘氏诉讼文书《不平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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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代，无疑是法律文书中的重要内

容之一。

典当与借贷文书也是徽州法律文

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徽州本土

的田宅典当与借贷文书数量众多，而

且由于徽商经营在外，有关徽商经营

过程中的典当和借贷文书，在徽州法

律文书中也占有较大比重。

5．讼师秘本类文书

讼师对官司往往起到推波助澜的

作用。一些讼师为了打赢官司，常将一

些诉讼致胜秘诀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不

少讼师秘本。现存署名“婺北小桃源觉

非山人”著述的《珥笔肯綮》，就是清代

婺源讼师“觉非山人”留下的最为珍贵

的讼师秘本文书。这件装订成册的讼师

文书，真实记录了作为讼师的“觉非山

人”关于打赢官司的若干秘诀所在。

6.民间法类法律文书

民间法是指历史上徽州人在徽州

这一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在长期的共

同生产与生活中形成和积淀的约定俗

成的规则。它也可由一定的组织制定

明永乐二十一年三月祁门县税课局契税票

并得到组织人群的认可，具有规范人

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功能和作用。

徽州的民间法具有很强的乡土性、民

间性、模糊性、地域性、自发性和内控

性等诸多特征。它并不是完全独立于

国家法律之外的民间规则，而是基本

在国家制定法的框架内运行。尽管这

种民间法不时地会和国家法之间产生

矛盾、对立甚至冲突，但在相对封闭的

徽州山区，民间法在和国家法发生冲

突时，往往会采取主动邀请国家权力

进入的方式，来增强其强制性和权威

性；同时，国家法也会采取妥协和让步

的方式，来达到与民间法之间的平衡。

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的

有关民间法的法律文书十分丰富，家

族的族规家法、宗族公约、民间会社规

约、乡约和乡规俗例等，都是徽州民间

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书既有纸

质的书面文书，也有石质的碑刻文书。

徽州的法律文书还有其他一些种

类，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分

类介绍了。

清道光十九年徽商笃字号分家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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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法律文书的学术价值

徽州法律文书作为地方司法实践

与社会规则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其

重要的价值。

首先，具有重要的多学科研究价

值。一是法学价值。徽州的法律文书真

实地反映了宋、元、明、清以降徽州各

地的司法活动和社会状况，是当时司法

实践和社会实践最为真实的文字记录。

它对我们了解宋、元、明、清以降徽州

司法程序、司法文书制作方法及其要

素，研究徽州的法律文化，提供了最为

珍贵的原始资料。二是社会人类学价

值。徽州的法律文书是历史上徽州社会

生产与生活的真实记录和直接反应，透

过这些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部分地复

原和再现宋、元、明、清以来徽州各地

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剖析地方官府与民

间组织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次，徽州法律文书还为我们研

究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国家法

在民间的实施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样

本，有助于我们从微观方面了解中华法

系德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对我

们理解中国有无真正的所谓“第三领

域”问题，提供了最有价值的依据。

再次，徽州历史上种类繁多、内容

丰富的法律文书和民间法资料，对我

们分析徽州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剖析

徽州人特有的“健讼”的诉讼观念，具

有最为令人信服的史料价值。

综上所述，徽州法律文书

数量是巨大的，学术价值不可估

量。而对普遍存在于徽州社会的

民间法文献、文书、碑刻和约定

俗成的口头资料，进行系统整理

和研究，不仅可以弥补法制史和

社会史研究中的空白，而且还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中国法制

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徽学研究

的内容，其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是不言而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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